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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法

社交平台私权力的公私二元规制

 王  燕*

摘 要:社交平台在数字内容治理中形成了网域空间独特的私权力,并因私权力滥用亟待法

律规制。宪法等公法对社交平台私权力的规制存在主体不适格的困境,民法等私法在社交平台

私权力的规制中则易陷入服务无偿及外观意思自治的误区。对此,欧盟通过《欧盟数字服务法》
对社交平台制定了信息披露、审慎内容审核、风险评估、完善救济措施等公法性义务以克制社交

平台私权力执行的任意性,通过《欧盟不公平合同条款指令》等私法对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的

形式及实质合法性进行评价,并以公私合治为路径,增强社交平台私权力执行中的外部监督,以

矫正用户谈判能力的不足。我国对社交平台的规制以网络非法内容控制为核心,缺乏私权力限

制和用户权益保障的意识,有必要在公法中针对社交平台制定与之私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在私法

中完善平台用户服务协议实质合法性审查的规定,并优化公私合治路径提升社交平台私权力规

制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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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产生之初便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秩序取决于4种管制力量———法律、市场、社会规范、
私人架构或准则———的复杂互动。① 在这4种力量中,平台准则不仅是网络治理的关键性因素,
还影响着其他3种管制力量。借助于这些准则,平台对信息资源进行分配,凭借网络的无边界

性、技术的隐蔽性而将传统守门人排除在规制主体之外,②以自治之名代行“公权执法者”职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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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创造了堪比国家公共管制权的“私权力”。① 平台在私权

力执行中为用户提供了具有适应性的网络空间秩序,但与此同时,平台在对数字内容治理时也屡

屡滥用权限。不同业务类型的平台中,社交平台直接面向用户提供媒体与交流服务,因其业务开

展而需要制定内容管理准则、实施内容管理措施,并处理用户对其管理措施不满的争议。作为规

则制定者、执行者及裁判者,社交平台相对于其他类型平台权力滥用风险最大,危害后果也易因

其用户规模及网络效应而放大。②例如,脸书、推特、油管等社交平台便因在服务协议中制定宽泛

的免责条款、随意下架用户内容限制用户,以及侵害用户个人数据权、著作权、言论自由权而多次

引发争议。③ 国内外社交平台用户维权实践表明,通常公法性规范因社交平台的私主体身份而

无从适用,私法规范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则进一步放任了社交平台在民事行为中的越界,克制并规

范社交平台私权力须在法律制度上进行结构性改革。

一、社交平台私权力的滥用及规制期待

私权力究竟源于自治实践还是市场或技术的赋能,④又或是实定法对平台义务的规定,⑤目

前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但私权力并非普通民商法权利而是具有管理监督性质的私主体权力,已
成为学术界的共识。⑥社交平台作为私营企业,虽非国家监管部门,但在网域空间扮演着规制者

的角色。它们在现行法律之外形成了一套新的体制或生态系统,⑦其权力实施如不加限制,便会

由社会动员力量转变为破坏性力量。从当前实践来看,社交平台滥用私权力侵害用户权益的行

为在其平台准则制定、措施实施及争议解决的各环节均频繁发生。
首先,社交平台借助“微立法程序”制定平台准则及服务协议,对网络言论设置红线,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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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络空间规范塑造、秩序控制的功能。① 例如,脸书平台准则不仅适用于26亿脸书用户,还对

广大中小社交平台产生辐射作用,被称为“脸书法则”。②脸书平台准则及服务协议并非通过集体

行动达成的社会管理契约,③而是借助权力持有者对单个成员的垂直型控制形成的,④虽有协议

之形但无协议之实。因欠缺与用户的协商,脸书、油管、推特等社交平台的准则及服务协议中充

斥着大量平台免责条款及用户权益减损条款。例如,油管、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服务协议规定,社
交平台享有发布、编辑、修改、删除用户内容的绝对权限,用户不得追究平台错误编辑或删除内容

的责任,即便平台在内容审核和处理中存在过失。用户发起的任何诉讼,油管或推特社交平台的

赔偿额均不超过500美元或100美元。⑤

其次,社交平台被称为拥有监控职能的私营“官僚机构”,⑥享有对违规用户执法的警察性权

力,但其在执法过程中追逐私利,内容审核结果欠缺一致性。⑦例如,社交平台需从用户注意力及

数据中获取广告机会,其数字内容治理侧重于内容策划而非违规内容的控制,⑧于是便出现了各

类定向广告及内容推荐系统干预用户信息获取与决策、用户合法内容因触及广告商利益而被平

台下架的现象。⑨又如,部分社交平台青睐使用隐匿用户动态的影子禁令措施,􀃊􀁉􀁒及降低信息搜索

排列的“非优先搜索”或“禁止搜索”措施。􀃊􀁉􀁓这些措施通常不列于平台服务协议或准则中,不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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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察觉,降低了用户与社交平台的争议概率,但侵犯了用户言论自由权及知情权。
最后,社交平台构建了平台与用户的争议解决机制,其内部争议解决机制不收取费用,部分

社交平台如脸书平台甚至将平台的拟政府化发挥至极致,创设准最高法院———脸书监督委员

会。① 但平台塑造的司法秩序是以单方面豁免平台数字内容管理责任、限定用户法定救济权、不
受正当程序约束为特征的。社交平台对内部争议解决自裁自审、不予解释裁决理由;在外部诉讼

中挑选对其最有利的管辖法院及适用法,禁止用户发起集团诉讼,提高用户诉讼成本,并限制用

户的索赔额。②

可见,相对于电商平台及搜索引擎平台,社交平台在向用户提供社交媒体服务时,更易通过

平台服务协议的制定、用户内容的管理及争议的处理来践行准立法、执法及司法权。③ 社交平台

作为21世纪新生的经济及社交模式,具有与日俱增的社会动员能力及经济干预能力,算法及大

数据技术的赋能更是掩盖了社交平台信息提供、言论控制的真相,因此法律的干预及规制成为防

范私权力滥用的必要之举。

二、社交平台私权力公私二元规制的困境

社交平台享有的私权力兼具主体私法性和权力强制性特征,须在法律上对这种特殊主体的

权力形态进行有效回应。然而各国法律大多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严格切割,分别以公法及私法路

径进行约束或保护,导致平台私权力这种融合了“公”和“私”形态的权力在法律规制时存在明显

的困境:公法对其约束因社交平台主体不适格而止步,私法在适用时则因平台服务无偿、用户与

平台协议一致的假象而难以发挥规范作用。
(一)公法下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的主体不适格

为约束公权力因执法不当而对私权利形成的侵害,国内宪法、行政法等公法性规范对权力多

设有正当程序、权力制衡或问责的要求,并允许受公权力侵害之个人提起公法下的救济。社交平

台在审查用户言论时,其私权力的滥用往往僭越用户言论自由、信息获取等基本权利。然而公法

规范往往因平台的私主体身份而难以发挥规制效应。
在2018年美国“约翰诉推特公司案”④中,原告被推特社交平台终止账户服务,遂以推特社

交平台侵犯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下的言论自由权提起诉讼。原告指出,推特社交平台相当

于现代社会的公开辩论广场,用户在推特社交平台上的观点表述权应被保障,而不应由社交网站

垄断。美国法院则认为,推特社交平台作为私人企业并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约束的对象,法
律不会因推特社交平台将私人财产用作大众观点表述的场所就将其视为国家行为体,它们只有

在代表政府行事或执行政府职权时才被施以国家行为体的责任。在2020年“普格拉大学诉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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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案”①中,美国法院再次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约束的对象为政府及公共机构,谷歌公

司下的油管社交平台不受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实际上,国际公法及国内公法为私主体的公法约

束制定了特殊规则,如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制度下的公共机构的认定及美国法下的国家行为理

论均可令实施政府权威和职能的私人企业承担公法义务。但是社交平台私权力设施以自治为

名、以平台服务协议为依托,难以套用制定法或在先判例对国家行为体的解释。如此,法院在解

释公法规范是否适用于平台时,不免受路径依赖影响,为防范公共论坛的扩张而将社交平台排除

在公法规范的约束之外。②

但是这种公法规制的传统在应用于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时显得力不从心。传统上,公法规

范旨在约束公权力的实施边界,私主体不具有公共事务决定权和公共资源分配权,为防范公权力

对私权利的挤压,公法对约束对象有严格的主体限制。当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在网络

空间日益模糊,社交平台无论是盈利能力还是社会动员能力均堪比一主权国家,它们在网域空间

为用户提供的信息基础服务及公共信息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交易及交往的必需品,具有准公共

产品的性质,③平台已实际享有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及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公法规范对公权机构

的限缩解释,令社交平台得以逃逸于公法规制,对抗用户的公法之诉,实则助长社交平台的私权

力滥用行为。
(二)私法下社交平台私权力的规制错位

社交平台制定平台准则的准立法行为亦是与用户达成平台服务协议的过程,受合同法调整。
法院在评价平台服务协议有效性时,倘若忽略协议形成中的权力控制,而过于强调契约自由、双
务有偿原则,便会出现规制错位的问题。

首先,针对平台服务协议免责条款的有效性,美国判例体现出高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双
务有偿原则的倾向。在“刘易斯诉油管公司案”④中,油管社交平台因原告不当收集他人个人信

息用于商业目的而暂停其账户,在恢复账户服务后也未保留刘易斯视频中第三方用户评论及视

频点击频次等信息。因油管社交平台的上述行为导致刘易斯无法从视频流量中获益,故刘易斯

申请恢复视频的初始状态。美国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指出,服务协议并没有规定油管社

交平台有存储视频观看次数及评论的义务,且协议免责条款规定平台对管理用户内容的错误及

遗漏概不承担责任。尽管该免责条款在谈判力量不对等的用户及平台之间达成,考虑到平台服

务是免费的,该免责条款并无不当。在“松菲工作室诉谷歌公司案”⑤中,谷歌公司下的油管社交

平台以松菲工作室违反用户协议为由删除其视频,松菲工作室认为由于用户在协议达成中无论

是在程序条款还是实体条款方面均无议价能力,因此油管社交平台享有删除用户内容的绝对权

限条款为非公平条款。美国法院驳回了原告主张,指出油管社交平台并非松菲工作室唯一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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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并将部分视频上的广告移除,使其无法参与谷歌公司的社交平台推特的广告收益分享。

参见左亦鲁:《社交平台公共性及其规制———美国经验及其启示》,《清华法学》2022年第4期。

SeeNivaElkin-Koren,GiovanniDeGregorioandMaayanPerel,SocialMediaasContractualNetworks:A
Bottom-upCheckonContentModeration,107(3)IowaLawReview,997(2022).

SeeLewisv.YouTube,LLC,197Cal.Rptr.3d224-225(Ct.App.2015).
SeeSongfi,Inc.v.GoogleInc.,72F.Supp.3d61-64(D.D.C.2014).



择的视频发布网站,油管社交平台的服务既然为免费的,那么用户便不得质疑其绝对的内容移除

权限。

我国人民法院在同类案件中曾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496条、第497条和第506条对平台服务协议格式条款的形式有效性(条款提供方是否合理提请

用户注意)和实质有效性(条款是否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或免除人

身伤害责任及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财产损害责任)进行研判。不同人民法院因认知差异而对

同一平台格式条款形式有效性作出大相径庭的评价,①结论相同但理由迥异的同案不同判、同果

不同因的情形也不少见。② 总体而言,我国人民法院对平台服务协议条款的解释侧重于形式有

效性,对其实质有效性研判取决于条款的性质及内容,对平台协议条款达成中的协商或谈判有效

性关注不足。

其次,针对社交平台在服务协议中将平台所在地指定为诉讼管辖地的争议,因诉讼管辖影响

实体争议的适用法律、触及法院地公共政策,故受理法院对其解释相对审慎。例如,2017年加拿

大最高法院在“杜埃兹诉脸书公司案”③中剖析了脸书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管辖条款背后的私

权力影响。在该案中,脸书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规定平台在广告推送中可使用用户姓名,并指

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为处理平台与用户争议的管辖法院。原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居民

杜埃兹女士认为脸书社交平台在广告推送中使用其姓名侵犯了其隐私权,并在英属哥伦比亚法

院提起诉讼,脸书社交平台提出管辖异议。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了脸书社交平台的管辖异议,其
理由主要包括四点:(1)用户服务协议在谈判力量不对等的消费者及平台之间达成;(2)脸书社交

平台服务协议条款为不同平台所使用,用户没有谈判的可能和机会;(3)管辖条款作为司法救济

条款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不宜由单方指定;(4)本案诉由为隐私权侵权,而该权利具有准宪法性

质。审理该案的阿布拉杰法官强调,脸书社交平台服务协议管辖条款授予脸书社交平台不公平

且压倒性的程序及实体优势,实为非公平合同。本案裁决的重要价值在于法院意识到平台服务

协议的非协商性,以及协议内容对非私法性权利的处分。可见,对社交平台服务协议条款有效性

的判断应以其实际对用户造成的负担为主,而不仅在于该条款是否提请用户注意或条款的内容

特征。

可见,民法等私法对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调整产生的误区主要在于格式条款的调整性规

范并不涉及私权力对民商事协议的强制干预。社交平台服务协议形成过程即为私权力实现过

程,当私权力与民事权利交织,单纯的私法规范便难以发挥权利救济的效果。(1)社交平台的服

务协议以横向协议为外观,但其达成以平台对单个成员的垂直型控制而实现。④尽管用户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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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6)冀0223民初2198号民事裁定书、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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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格式条款司法规制之实证研究》,《法治研究》2019年第1期。

参见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5民终427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16)

鄂96民辖终24号民事裁定书。虽然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一致,但法律理由完全不同。参见胡安琪:《网络平台用

户协议中格式条款司法规制之实证研究》,《法治研究》2019年第1期。

SeeDoutzv.FacebookInc.,2017SCC33(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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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Press,2013,p.37.



集体行动对抗社交平台的控制,但实践中集体行动罕见,由此社交平台服务协议形成的社群连接

并非成员集体意志的体现,并不反映契约自由的精神。(2)社交平台与用户的双边关系及无偿服

务为表面现象,其背后为“社交平台-原用户-广告商-新用户”的多方市场关系。社交平台为

用户提供在线服务,用户发布内容吸引新用户并与之互动,社交平台据此销售用户注意力和数据

吸引广告商投放广告。用户互动是数据生成、平台收益增长的关键性因素。①过于关注社交平台

服务的无偿性,会忽略社交平台对用户数据及注意力的消费。(3)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平台,用
户不仅没有协议谈判能力,还会丧失协议退出的自由。正如“杜埃兹诉脸书公司案”所示,脸书社

交平台在加拿大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交服务平台,用户“退出”服务便意味着与社会脱节。②

并且,即便存在可供替代的平台,用户“用脚投票”也会产生高昂的平台迁移成本,如原平台关系

链的断裂、数据及附着经济价值的丧失、新平台客户关系架构的时间及精力成本等。

三、社交平台私权力公私二元规制的欧盟立法实践

对平台私权力的规制需突破传统公私法规制的局限,对平台立法进行结构性改革,彻底解决

其欠缺政治问责机制约束的问题。③欧盟作为平台立法改革的全球领导者,④并未受限于社交平

台的私主体身份,而是借助《欧盟数字服务法》对社交平台制定了约束其私权力行使的问责制度,
以更体现实质公平的法律原则调整平台垂直控制下的用户服务协议条款。

(一)对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的公法改革

对社交平台私权力的公法规制须确保社交平台权力的实施能为其责任所制衡。《欧盟数字

服务法》作为平台公法规范,对平台的用户及内容管理行为进行了规制,可直接约束社交平台制

定服务协议、下架用户内容及处理平台争议等私权力实施行为,避免社交平台利用其规模、网络

力量和监控能力破坏私营商业及公共领域。⑤ 《欧盟数字服务法》打破社交平台用户及内容管理

的内部性,颇具传统公法对政府公权力加以限制及问责的意味。
第一,社交平台制定平台准则正是其行使准立法权的体现,但因用户参与不足、程序不透明,

往往被诟病为“黑箱”操作。《欧盟数字服务法》为保证私人规范及软法制定的问责性及合法

性,⑥针对其服务协议制定中信息不透明、欠缺用户真实意愿等问题对社交平台制定了严格的信

息披露、合规控制等义务,使社交平台在执行私权力时必须克制其权力滥用。《欧盟数字服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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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条和第24条规定平台须以清晰、直白、用户友好、无异议的方式披露所有用于内容审核的

政策、程序、措施和工具及其各次显著更新,包括算法决策程序和人工干预手段。传统上,社交平

台将内容审核算法及人工操作手册视为商业秘密,不对外披露,导致公众及管制部门无从获知社

交平台的实践运作逻辑,无法有效监督社交平台追求广告利益及用户注意力的内容发布及拦截

行为。①《欧盟数字服务法》强化了社交平台数字内容管理规则的披露,对算法及平台人工审核操

作手册的强制性披露弥补了用户及监管部门的信息不足。为保证社交平台的信息披露为真实、
准确的,《欧盟数字服务法》要求超大型平台内设《欧盟数字服务法》合规官(第33条),并外聘第

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其平台准则的合规性(第37条)。
第二,权力制衡是克制公权力任意性或武断性的保障,是法治及民主社会保证治理合法性的

压舱石,②社交平台执法措施缺乏正当程序的控制正是其内容管理任意的原因。此前脸书监督

委员会受理的“特朗普诉推特公司案”③便暴露了社交平台内容管理手段僵硬、与用户内容危害

性不相称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欧盟数字服务法》第14条和第15条要求平台应以勤勉、客观

及相称的方式执行其服务限制措施,考虑各相关个体的权益。例如,用户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下受保护的基本权利;平台在移除用户内容前,须及时通知相关用户,并提供清晰、特定的理由;
平台决策依据及用户质疑、救济途径等;平台应每年公开一次内容审核报告,披露其删除的非法

内容数量和措施,以及用户投诉的数量、理由及处理决定。此外,《欧盟数字服务法》还规范了“通
知-下架”程序,一方面设立受信投诉人制度,要求平台优先处理受信投诉人的通知(第22条),
鼓励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平台用户内容的监督;另一方面,规范第三方通知的内容,授予用户质

疑不实投诉的反通知权利(第16条和第17条),防范第三方对该程序的滥用及平台下架用户内

容的随意性。这些义务均指向社交平台用户内容管理中的私权力滥用行为,旨在完善其审查及

移除用户内容的信息披露、第三方监督及用户权益保障制度。
第三,社交平台准司法权行使存在非中立、裁决依据不透明的问题,《欧盟数字服务法》序言

强调保障用户在平台服务中获取有效的救济为其立法宗旨。因此,《欧盟数字服务法》第20条要

求平台为用户提供争议发生后6个月内可便捷使用的无偿在线投诉系统,并对内部争议解决的

“质量”提出了及时、勤勉、非歧视、非任意性的要求;平台须在内部争议解决中给出充分的理由,
向用户提供外部争议解决机制及司法救济机制;为扩大平台内部争议解决机制的使用率,将影响

用户内容可视性、互动性及收益能力的措施纳入平台争议受理范畴,并禁止平台仅通过自动系统

处理争议。《欧盟数字服务法》创建的平台争议处理的“私人法院”———庭外争议解决机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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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ikuNeuvonen,BetweenPublicandPrivate:FreedomofSpeechandPlatformRegulationinEurope,28

(4)EuropeanPublicLaw,517(2023).
2021年脸书监督委员会审查了脸书社交平台对特朗普账户永久封存的决定,虽然肯定了脸书社交平台有禁

止特朗普使用平台服务的权利,但在综合评价特朗普言论造成的暴力风险及平台可采取的其他措施之后认为脸书社

交平台的惩罚没有期限限制为不相称的措施,并要求脸书社交平台在6个月内审查暂停特朗普账户的决定并采取相

称的措施。SeeCaseDecision2021-001-FB-FBR,FACEBOOK,May5,2021,https://www.oversight-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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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连接平台内部投诉系统及法院的桥梁机制,其设立不但打破了平台争议解决的内循环,促进了

体制间的竞争,还避免了司法资源耗费于大量微型争议。为鼓励用户将争议提交庭外争议解决

机构,《欧盟数字服务法》第21条规定用户如在争议中胜诉,平台则须补偿其争议解决的费用及

合理开支。《欧盟数字服务法》针对平台准司法权的规制有效回应了社交平台以自动系统处理内

部投诉且不提供争议解决理由的问题,并打破了平台争议解决的内循环,设立庭外争议解决机构

则提升了平台争议处理的中立性。

第四,超大型社交平台当前信息操纵、用户权益损害问题尤为突出。脸书和油管等社交平台

用户超过全球四分之一人口,①它们倘若疏于防范风险,放任第三方滥用其服务,不仅会损害用

户个人权益,还会侵害公共利益。例如,“剑桥分析家”曾利用在脸书社交平台上获取的用户数

据,通过脸书社交平台定向广告系统操纵选民投票,干预他国内政。②《欧盟数字服务法》对社交

平台制定了特别严格的风险防范要求。除承担普通平台的义务,超大型平台还应勤勉识别、分
析、评估其服务系统的非法内容传播、损害欧盟居民基本权利等系统风险,采取有效的风险缓解

措施(第34~35条),并承担深化版的信息披露义务,设置合规官、接受第三方审计、与执法部门

共享数据等(第34、37、40条)。③这些义务回应了近年来超大型社交平台和私权力实施不当或滥

用的丑闻。为防止这些义务流于形式,《欧盟数字服务法》对超大型平台制定了严苛的违规责任。

超大型平台如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将被处以高达上年度全球营业收入1%的罚款(第74条);④如

未履行《欧盟数字服务法》规定的其他强制性义务,将被处以其上年度全球营业收入6%的罚款

(第74条)。⑤甚至,超大型平台自愿作出的合规承诺一旦被欧盟委员会载入决定,便会转化为强

制性义务,未能履行时等同于违反强制性义务。严格的责任制度,一方面增强了《欧盟数字服务

法》的威慑性,使社交平台不得不谨慎实施其私权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超大型平台的身份变化,

成为数字内容治理的守门人。
(二)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的私法规范

网络平台关系由不同类别的非正式协作关系组成,无法一一为合同法的雷达所捕捉,⑥须灵

活应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司法实践表明,其合同法、数据法、著作权法等限制了社交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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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AnalyticainMajorDataBreach,TheGuardian(Mar.17,2018,6:03PMEDT),https://www.theguard-
ian.com/news/2o18/mar/17/cambridge-analytica-facebook-influence-us-election,2023-11-21.

例如,在广告系统披露方面,超大型平台应遵循普通平台的标注广告、披露广告商或广告支付商信息、决定

广告发送对象的因素,还须在用户界面上保留一个广告信息存储之处,披露广告内容、广告所代表对象、推广期限,广
告所针对的特定群体及标准,广告接受者数量以及广告针对特定群体的数量等。

例如,故意或过失提交虚假、不完整或误导性信息,或未在指定时间内提交或修正信息,或拒绝向委员会开

放数据库或算法系统。

例如,未向用户提供《欧盟数字服务法》要求的“通知-删除”程序及在线投诉系统,或未履行欧盟委员会针

对超大型平台违规行为制定的临时措施等。

SeeJohnGavaandJaneyGreene,DoWeNeedaHybridLawofContract? WhyHughCollinsisWrongand
WhyItMatters,63(3)CambridgeLawJournal,605(2004).



协议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矫正了社交平台过于宽泛的免责条款。

首先,处理社交平台与用户间服务协议争议的核心在于平衡社交平台与用户间的非对称关

系。社交平台倘若利用其私权力控制在服务协议中制定过于宽泛的免责条款,欧盟通常会根据

《欧盟不公平合同条款指令》关于透明度、法律确定性原则的规定认定该条款无效。例如,脸书社

交平台2015年《用户服务协议》第5.2条曾规定,“我们(平台)可以删除任何我们认为违反我们

声明和政策的你发布在脸书的内容和信息”。法院认为该免责条款措辞过于宽泛,不符合《欧盟

不公平合同条款指令》第5条的法律确定性要求,故而无效。①同时,平台用户服务协议格式条款

如未经协商,双方合同权益极不平衡,则法院亦可依据“给付失衡”原则认定该条款无效。②在成

员国方面,《德国民法典》第305、307节规定欠缺透明度、明确性及可读性的条款为无效条款。根

据《德国民法典》第307节注释2,限制合同内在属性基本权利或义务以至于危害合同目的实现

的条款为非公平条款。③《法国消费法典》第L212-1条规定合同条款必须以明确且消费者可理

解的方式起草或展现;第R212-1-6条规定,在经营者未履行其任何义务时移除或降低消费者

获得赔偿的权利的合同条款是非公平条款。④ 这些条款在解释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时亦可抵

制平台制定的过于宽泛、模糊的平台免责或用户权益减损条款。

其次,社交平台若在用户服务协议中订入违反著作权法、个人数据保护法强制性规定的条

款,法院会认定该条款无效。在德国,一用户曾就脸书社交平台2010年《用户服务协议》第10.1
条允许平台将用户账户信息、图像与商业受赞助内容结合起来使用的规定提起诉讼,德国法院认

为这条规定并不明确用户图像会在哪种场景下被使用及使用目的,违反了《德国联邦数据保护

法》信息透明原则及用户对个人数据处理目的必须知情同意的原则。⑤同理,社交平台用户服务

协议规定无偿使用用户内容及再许可的规定也会被否认效力。

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私法规范对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调整力度较大源于多方面原因:(1)
《欧盟不公平合同条款指令》对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格式条款的形式审查除条款提供方对用户

的提示注意义务外,还包括确定性、明确性、清晰性及可读性要求,⑥而这些原则具有较强的伸缩

性,使法院在适用《欧盟不公平合同条款指令》时能基于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偏离协商一致的

私权力控制问题,对用户作有利的解释;(2)欧盟及其成员国私法注重对协议的实质审查及对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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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eeDanWielsch,PrivateLawRegulationofDigitalIntermediaries,27(2)EuropeanReviewofPrivateLaw,

207(2019).
参见[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SeeJürgenBasedow,MünchenerKommentarzumBürgerlichenGesetzbuch,8thed.,CHBeck2019,§
305,307;BeaHajek,OnlinePlatformServiceProvidersonPlatform93/4:ACallforanUpdateoftheUnfairCon-
tractTermsDirective,28(5)EuropeanReviewofPrivateLaw,1154(2020).

SeeBeaHajek,OnlinePlatformServiceProvidersonPlatform93/4:ACallforanUpdateoftheUnfair
ContractTermsDirective,28(5)EuropeanReviewofPrivateLaw,1157(2020).

SeeKammergerichtBerlin,24January2014,5U42/12,ECLI:DE:KG:2014:0124.5U42.12.0A.该案源于

2010年脸书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规定,当用户登陆访问脸书服务时,平台会向其推送互动朋友关注或购买产品的

广告信息,由此导致广告服务与用户图像同时使用的情形。

SeeJürgenBasedow,MünchenerKommentarzumBürgerlichenGesetzbuch,8thed.,CHBeck2019,§
305,p82;BeaHajek,OnlinePlatformServiceProvidersonPlatform93/4:ACallforanUpdateoftheUnfairCon-
tractTermsDirective,28(5)EuropeanReviewofPrivateLaw,1158(2020).



势群体的家长式保护,“给付失衡”原则被用来对社交平台及用户权益分配的公平性及比例性进

行审查,《德国民法典》《法国消费法典》亦侧重于对弱势群体的救济,从而在社交平台服务协议的

审查中更为关注合同内在的协议性、公平性,并不像美国法院一样因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对用户的

无偿性便放宽对用户服务协议条款公平性的解释;(3)欧盟近年来强化对各类数字平台的规制,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盟数字市场法》《欧盟数字服务法》分别从个人数据保护、竞争及数

字内容治理的不同层面规制平台滥用其私权力或市场垄断优势的行为。这种严厉的平台规制文

化渗透至社交平台与用户的用户服务协议争议中,亦会产生对用户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总体

而言,欧盟及其成员国私法对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的回应更贴近用户服务协议背后私权力干

预的实质。
(三)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的公私合治路径

欧盟平台立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公私合治的方式打破平台治理的内部性,政府并不直接

干预平台的治理方式,但立法规制平台自治规范对用户内容的管理行为,借助法律的强制将平台

私人行为转化为政府公权力与私权力交织的公私混合治理行为,①从而有别于纯粹的政府高权

管制及网络自治。②这种公私合治旨在修正公权干预的“单管式”缺陷及平台自治的任意与无序,
打破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绝对划分,使用户在公权机关的支持下能有效组织集体行动从而对抗平

台的私权力滥用。
一方面,为防范政府过度规制降低平台治理的效率,《欧盟数字服务法》并没有直接干预平台

用户服务协议及社群准则的制定以及平台管理措施的使用,甚至对脸书、油管等社交平台用户服

务协议的指定管辖、免责条款等也未直接否定。《欧盟数字服务法》第4~8条维持了网络中介责

任豁免制度,强调平台不承担对用户内容审核的一般性义务,提供中介、托管及主机服务的网络

服务商对非由其发布的第三方内容在不知情的情形下不承担侵权责任,其善意的自主内容审核

不会导致其责任豁免的丧失。《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平台自治的尊重保证了社交平台服务的创新

性,避免社交平台因沉重的法律责任而耽于发展。
另一方面,《欧盟数字服务法》通过外部监督机制在平台、政府、市民、非政府组织之间构建广

泛的社群结构性参与机制,③弱化私人执行机制中的逐利性、非中立性等缺陷,④破除平台规制中

权力与权利、公法与私法的绝对划分。(1)超大型社交平台虽享有平台准则制定、实施的自主权,
但须聘请第三方机构审计其内容审核措施及风险评估报告;普通社交平台在“通知-下架”程序

中,亦须优先受理“受信投诉人”的通知,接受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的监督。(2)欧盟数字局与欧

盟委员会可对超大型社交平台发布综合报告,指出其显著的系统风险,发布降低风险的最佳操作

实践。欧盟委员会还可与各国数字服务协调员共同发布针对特定风险的通用指导原则(第35.3
条),对社交平台风险自查提供指引。在发生公共安全及公共健康事故时,欧盟委员会可起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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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SeeHannahBloch-Wehba,GlobalPlatformGovernance:PrivatePowerintheShadowoftheState,72(1)

SouthernMethodistUniversityLawReview,30(2018).
SeeJuliaBlack,ConstitutionalisingSelf-Regulation,59(1)ModernLawReview,24(1996).
SeeJamesGrimmelmann,TheVirtuesofModeration,17(1)YaleJournalofLawandTechnology,47

(2015).
SeeMBassini,FundamentalRightsandPrivateEnforcementintheDigitalAge,25(2)EuropeanLawJour-

nal,186(2019).



机应对规程,并鼓励超大型平台与其他平台共同制定危机应对守则(第48条)。(3)《欧盟数字服

务法》特别赋予监管部门对超大型社交平台的调查权,并授予其多种调查手段。例如,欧盟委员

会可在调查中聘请审计人员及外部专家;数字服务协调员可派出独立调查员调查超大型社交平

台系统及程序界面,获取后台数据,揭开平台内部算法和内容审核的面纱(第69、40条)。(4)《欧
盟数字服务法》授权欧盟委员会可将超大型平台的自愿承诺转化为强制性义务,载入欧盟决定,
使其在欧盟境内产生约束力。如此,企业自治标准便会转化为法律规定,成为强制性责任的来

源。①这种将超大型平台自愿承诺转化为强制性义务的规定更是模糊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
欧盟在公法与私法上对社交平台私权力的规制正视了社交平台在私权力形成中因职责欠缺

和程序控制而导致的私权力膨胀,以及平台用户服务协议单方意志性、用户谈判能力不足的问

题。尤其是《欧盟数字服务法》对社交平台制定了前置性义务规范,对其施加类似于公权力问责

及限制的义务规定,显著区别于美式的放任平台自治的事后性规制模式。如此,《欧盟数字服务

法》得以将平台私权力规制目标分解,以确定的行为规范引导平台在日常业务中形成改善内容治

理、克制私权力滥用的动机和惯性,同时通过公私合治路径提升了监管部门、民众、第三方机构对

社交平台的监督实效。《欧盟数字服务法》平台规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具体的规范制定,更在于

其关于平台私权力对既有公法及私法规范挑战的深刻认识,以公私合治的方式应对社交平台私

权力膨胀及用户权益的式微。

四、我国社交平台私权力公私二元规制的法律检视与制度完善

随着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平台规制被纳入我国立法范畴。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网络

内容传播目标,探寻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交平台私权力公私二元规制方案,成为完善我国社交平台

立法的必然之举。
(一)我国社交平台私权力公私二元规制的法律检视

我国对社交平台数字内容规制的公法规范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

《电子商务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主要涉及社交平台的内容审核职责、
用户权益保障及超大型社交平台守门人责任三个方面;私法规范则主要体现在民法典调整社交

平台用户协议格式条款的规范中。

1.公法规范

第一,与欧美社交平台不承担内容审核一般性义务不同的是,我国法律规定包括社交平台在

内的所有平台负有数字内容审核及管理职责,建立了以网管网的规制形态,确立了平台非法内容

停止传输、消除信息、防止扩散、保持记录、报告有关部门的义务。②例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第14~16条的规定,从事新闻、出版以及电子公告等服务项目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应记录提供的信息内容及其发布时间、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等,不得发布违法信息,发现违法

信息时应立即停止传输,保存记录,向有关部门报告。《电子商务法》第29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

·001·

法 商 研 究 2024年第1期(总第219期)

①

②

SeeRikuNeuvonen,BetweenPublicandPrivate:FreedomofSpeechandPlatformRegulationinEurope,28
(4)EuropeanPublicLaw,518-522(2023).

参见孔祥稳:《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规制结构的公法反思》,《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



内发生违法行为,平台应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①该规定同样适用于微信

等社交平台中的电子商务行为。《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各类平台对用户

账号的留言、跟帖、评论等互动环节进行实时管理。此外,《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

理办法》第10条、《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9条和第10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第12条等对平台的内容管理职责、实施机制进行了规定。前述平台法规较为注重平台对用

户及内容的管理,为社交平台的管理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我国对平台

的规制侧重于防范非法内容传播,对社交平台制定了内容管理及非法内容报告的强制性义务。

公法规范的纵向性特征突出,刚性及高权治理有余,但缺乏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及用户权益保障

的规范,与《欧盟数字服务法》尝试规制并平衡平台私权力与用户民事权利的立法宗旨不尽相同。

这种不区分平台种类及规模一概要求其承担内容审核责任的规定会导致平台规制的悖论:平台

如未尽审核责任便对其追责,法律不免过于严苛;若不追责又会使其内容审核义务流于形式。

第二,针对社交平台滥用私权力的行为,我国法律针对平台数字内容审核制定了信息披露、

完善通知-删除程序、妥善处理平台争议的义务,但各项规定不尽具体。首先,《网络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第28条和第30条等未对社交平台数字内容审核措施设置客观、审慎、相称性要求,仅要

求平台披露用户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及时公示对经营者警示、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等措施。《网络

交易平台合同格式条款规范指引》第9条相对具体,要求平台以显著方式提示用户注意对其有重

大利害关系且影响其权益的格式条款,不得以技术手段对条款设置不方便链接或隐藏内容或仅

以进一步阅读的方式履行提示义务。社交平台无须披露实际用于审查内容审核的算法及人工操

作手册,至于减损用户内容可视性或剥夺其收益权的措施是否需要披露亦模棱两可。《网络信息

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16条要求平台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及时受理并处理用户的

投诉与举报。该规定实则为社交平台现行做法的重申,并没有对其准司法权施加正当程序、公正

裁决的要求,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平台纠纷处理的程序不透明、非中立性等问题。究其原因,我国

法律对不同平台服务特征及权力滥用形式关注不足,难以对社交平台数字内容管理做针对性规

制,与《欧盟数字服务法》专注于数字内容规制主要适用于社交平台,以及竞争规制主要适用于电

商及搜索引擎平台的分类治理思想显著不同。②

第三,我国目前正在酝酿对超大型平台数字内容守门人责任的法律规制。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2021年曾发布《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与《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

南(征求意见稿)》,对超大型平台的内部治理、风险评估、风险防范、平台用户及内容管理等尝试

规范。《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第5~12条建议超大型平台应当至少每年

进行一次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互联网平台服务可能引起的传播非法内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侵害社会公共秩序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并应重点考察内容审核系统、广告定向推荐系统、

内容推荐与分发系统、平台安全稳定运营系统,以及对上述风险可能产生影响的各项因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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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部分社交平台如微信因产生微信交易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约束。
《欧盟数字服务法》和《欧盟数字市场法》对所有类型平台均适用。不过,《欧盟数字服务法》为数字内容立

法,主要规制发布数字内容并管理用户内容的社交平台,其次为内容提供平台及其他类型平台;《欧盟数字市场法》主
要规制平台尤其是超大型平台自我优待、阻碍竞争平台进入市场等不正当竞争问题,主要规制对象为电商平台(优
步)、搜索引擎平台(谷歌),其次为其他类型平台。



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落实网络用户实名制,建立针对平台内用户行为的有效管理制度,确保用

户行为合法、合规、遵守社会公德,根据平台自身的特点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制度,避免违法违规

信息在平台上的传播。这些内容虽参考了欧盟相关法律,但难以发挥对超大型社交平台的规制

作用。首先,两部指南并未落地,其作为部门指导性文件亦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其次,

指南对数字内容的规制没有回应超大型社交平台服务被第三方滥用的特殊风险,并缺乏用户权

益保障的规定,如平台广告及内容推荐系统不得歧视性对待用户,平台对用户内容执法时应提前

告知用户理由及依据。最后,指南拟制定条款大多为原则性条款,其可操作性存疑,违规责任的

缺乏使其无法真正地约束超大型社交平台审慎应对系统风险、接受第三方监督。

2.私法规范

在私法性规范方面,《民法典》对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格式条款的有效性及用户在“通知-
下架”程序中的反通知权利进行了规定。

第一,社交平台在用户服务协议中制定的大量免责条款主要为《民法典》调整。针对用户服

务协议的形式有效性,《民法典》496条要求格式合同提供方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

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针对平台用户服务协议的实质公平性,《民法典》第496~497条规定格式

条款提供方制定的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或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

效。司法实践显示,人民法院对格式合同实质公平性一般采狭义解释。平台用户服务协议对数

据存储义务的免除或对诉讼管辖的约定一般不属于《民法典》497条的禁止范畴。总体而言,《民
法典》合同编对社交平台用户服务协议的调整侧重于形式有效性,对格式条款实质有效性的约束

缺乏明确性及平台用户服务协议的针对性。鉴于多数平台已通过加黑、加粗字体方式提请用户

注意免责条款,形式有效性并非平台与用户争议核心,且无法回应一个问题:用户倘若没有选择

的余地或未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的权利,那么我们如何断定平台用户服务协议代表了他们的意志

或自治性?①

第二,《民法典》第1196条从民事权益的角度制定了用户反通知的权利,防止权利人滥用“通
知-下架”程序侵害平台用户的言论自由,要求平台在权利人未向有关部门投诉或发起法律诉讼

的情形下及时终止其用户内容管理措施。②但是该权利实际上为社交平台现行实践的重申,并没

有对社交平台如何完善“通知-下架”程序制定具体的行为规范。

归根结底,我国对社交平台的法律规制刚刚起步,且以内容合法性传播而非以平台私权力规

制为主要目标,故在公法规制中对平台的用户及内容管理职权着墨较多,尤其侧重平台向主管部

门报告的义务,缺乏约束社交平台内容管理权限的行为规范设定及用户权益保障机制的规定,在
私法规制中则欠缺对社交平台服务协议单方面意志性及欠缺协议性的考量。社交平台规制期望

得到克制非法内容传播的结果,但忽略内容管理的过程,公私合治路径更是被忽略。社交平台治

理面临着内容偏颇、治理主体角色与权利义务模糊不清、平台信息行为治理监管乏力的困境。③

(二)我国社交平台私权力公私二元规制的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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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JohnEnman,WhenisContractNotContract:Douezv.FacebookInc.andBoilerplate,60(3)Canadian
BusinessLawJournal,431(2018).

参见梅敖:《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的新发展与中国回应》,《法商研究》2023年第4期。

蒋慧:《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治理的困境及其法治化出路》,《法商研究》2022年第6期。



欧盟平台立法回应了传统公私二元制度体系对平台私权力规制的不足,破除陈规对私主体

制定约束其私权力实施的问责机制,限制平台对用户服务协议自由的滥用,以公私合治路径补缺

平台自治及公权监管的不足,这种规制思路同样适用于中国。但亦要看到的是,欧盟平台立法改

革受其区域人权保障理念及扭转美资数据技术企业垄断性优势考量的影响,而中国现阶段则以

鼓励数字经济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及微商创业创新为主要目标,《欧盟数字服务法》中过于严苛的

法律责任,如超大型平台信息披露不合规便承担全球营业收入1%的罚款、违反强制性义务或被

欧盟决定中载入的自愿性承诺将承担6%全球营业收入的罚款,目前对于中国的平台企业而言

过于严厉,过于烦琐的信息披露义务亦可能导致非超大型平台企业经营成本过高。

第一,社交平台规制要取得成效须回应私权力的本质,对其制定与之权力相称的职责,施以

正当程序、问责等原则的限制。

首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应针对不同类型平台私权

力滥用特征,强化对社交平台数字内容管理不当行为的规制,进一步规范平台准则制定中的公众

参与和信息披露,规定平台在制定或修订平台准则时应提前公开准则及用户服务协议文本,向用

户及公众征询意见,并向主管部门备案。鉴于实践中平台公示规则和实际执行规则可能大相径

庭,算法透明度机制如算法备案、算法评估、算法问责等成为规制平台自我优待的一个重要路

径,①社交平台对外披露内容应包括影响其内容审核的算法系统和人工操作手册,但考虑到这些

内容通常构成平台内部商业秘密,披露主体宜限定为最容易实施算法操纵的超大型平台,披露对

象亦可限定为其主管部门。

其次,为克制社交平台管理中的私权力滥用,平台主管部门可调研社交平台私权力行使不当

的现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平台法规可制定规制平台内容审核行为的法律规范,要
求社交平台以审慎、客观及相称的方式采取限制用户服务及数字内容发布,在选择对用户的处理

措施时,合理考虑相关公共利益及个人权益,慎用永久封号、终止账户服务等措施,确保其实施手

段和目标符合比例性原则。②同时,平台执法措施的通知及依据也应被纳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

治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平台在采取移除内容或暂停服务决定之前,

将其决定通知相关用户,并在通知中提供清晰、特定的理由,包括平台决定的依据、内容被认定非

法的理由、措施实施期限及范围、用户质疑的途径及争议解决方式。为降低平台信息披露成本,
网信部门可提供平台内容审核措施的通知模版或指南。

再次,社交平台应进一步明确用户权益受损时的救济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应明确社交平台应向用户提供其权益受损后6个月内可便捷使用的

在线投诉系统,并列明平台内部争议解决机制的受案范围,包括删除用户内容或断开链接、暂停

平台全部或部分服务、削弱用户内容可视性、暂停或终止用户账户、剥夺用户收益权的争议,并要

求社交平台公开其在线投诉系统的处理程序及规则,倘若用户提供了其内容合法或并未违反社

交平台服务协议的充分证据,社交平台应毫不迟延地恢复内容或服务。对涉及用户隐私权、肖像

权等人格利益以及消费者利益,应规定社交平台不得在用户服务协议中以指定管辖、限定用户诉

权的方式来提高用户的救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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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刘晓春:《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参见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为视角》,《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



最后,我国超大型平台立法尚未落地,现行平台法律未区分平台规模及种类,对平台作一刀

切式管理,建议在日后涉及社交平台数字内容规制的法律法规修订时作如下调整:(1)目前《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要求不同类型及规模的平台一概承担内

容审核责任,若该规定严格执行则会阻碍平台数字内容管理及经营模式的创新、提高小微及初创

平台进入市场的门槛。因此,平台立法应区别对待超大型平台与普通平台,将承担强制性内容审

查责任的主体限定为超大型平台。如此便可利用超大型社交平台安装内容自动审核系统的优

势,①并防范非法内容传播的规模影响。(2)我国现阶段社交平台规制仍以促进平台经济创新、

鼓励中小企业进入市场为主旨,平台立法可制定小微或初创企业的义务豁免条款,允许用户规模

及资产规模较小或平台企业初创期间可申请信息披露等义务的豁免。(3)尽快推进超大型平台

规制的正式立法,区分不同类型平台数字内容管理及市场优势力量操纵等风险,在数字内容规范

中完善超大型社交平台系统风险评估及缓解义务,重点防范广告推荐、内容审核系统中的信息操

纵、损害公共利益及用户权益的风险,制定广告及内容推荐系统的防滥用措施,禁止超大型社交

平台为干预或操纵用户决策发布定向广告或内容。超大型平台应在日常业务中保留并披露广告

商信息,广告内容及广告推广对象、推广期限,广告如针对特定群体作出,则应披露其群体或发送

对象的选择标准等。超大型平台还应建立较普通平台更为严格的合规制度,如设置合规官、须经

第三方机构审计的风险评估和信息披露。(4)立法应明确监管部门对超大型平台违规行为的调

查权等监管权限,授权网信部门对涉嫌违规超大型平台的实地调查权、质询权、数据获取权、现场

设备和物品勘验权等,并允许监管部门根据需要聘请独立调查员或外部专家对平台传播违法内

容、数据操纵、侵害用户权益等行为进行评估。发生重大舆论操纵危机时,网信部门对相关超大

型平台可开展专项调查,责令平台采取监管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建议的危机处理措施,平台如在前

述调查活动中不予配合,则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主管部门调查权及强制性责任的规定将补

缺超大型社交平台义务欠缺执行性问题。

第二,针对社交平台滥用私权力在平台用户服务协议中制定非公平条款的问题,应建立面向

用户权利保护的平台法律规范。社交平台尤其是超大型社交平台与用户的垂直型控制以及网络

的集群效应实际上封锁了用户退出平台服务的机会。这意味着从合同法角度对平台私权力干预

民事协议行为进行调整始终收效有限,可适当打破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直接干预平台用户服务协

议的制定。我国平台立法作为公法性规范,可在与《民法典》不抵触的范围内进一步完善平台用

户协议及准则的相关规定。例如,相关法规可在平台领域内对“格式条款提供方排除自身责任、

加重对方义务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进行澄清,区分平台付费及非付费义务,禁止社交平台无合

理正当理由在付费业务下排除或不合理地限制其数据存储等构成平台服务根本属性的义务,在
非付费业务下显示公正地排除其构成平台服务根本属性的义务。此外,平台法规还应禁止平台

在用户服务协议中对涉及隐私权、人格权、消费者权益等争议的诉讼管辖的指定及诉权的限制。

关于平台与用户的争议,学术界多探讨理性消费者对网络平台用户服务协议格式条款的认

知能力及平台的提示是否与受领人理解能力动态平衡;人民法院则侧重于考察用户服务协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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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交平台处理的用户内容繁多,但精确的内容自动审核系统安装及维护费用较高,如网易使用的内容审核

系统费用高达6000万美元。SeeEvanEngstormandNickFeamster,theLimitsofFiltering:ALookattheFunc-
tionality&ShortcomingsofContentDetectionTools,Engine,March2017.



式条款的形式合法性,对其实质有效性考察不足,从而忽略社交平台与用户服务协议达成过程中

平台私权力对协议自由的影响。人民法院在处理平台用户服务协议纠纷时,不应仅从形式方面

考察平台是否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清晰的提示,还应从实质方面考虑格式条款所涉用户权益。例

如,平台格式条款是否存在与用户协商的可能性并进行了协商,是否剥夺或限制用户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的合法权益,是否免除平台故意或严重

过失导致用户权益受损的责任,是否限定用户诉权;在涉及诉讼管辖的情形下,其诉由是否涉及

公共利益或用户人格利益等不适于协议管辖的情形。

第三,我国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应优化社交平台公私合治的管理路径。公私合治意味着在

平台私权力规制中,监管部门的高权规制与社会公众、第三方机构的私人治理不可偏废。(1)各
级网信部门可调研不同规模社交平台的治理实践,征询用户在平台服务中权益受损的情形,组织

社交平台、用户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共同制定数字内容审核及治理的最佳操作实践,建议平台在实

践中采纳。对于那些显著损害用户权益的条款,平台监管部门可设置“黑名单”制度,要求社交平

台在用户服务协议、平台准则中不得列入。(2)广告及内容推荐规则是社交平台算法歧视及信息

操纵最为严重的领域。平台主管部门可制定广告发布指南,召集不同社交平台与利益相关者共

同制定广告发布细则,限制社交平台信息获取、锁定或干预其产品及服务偏好的行为。(3)各级

网信部门还可与公众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官网中开设平台用户投诉渠道,以便监管部门获取社

交平台滥用私权力违规审核内容、侵害用户权益的信息;在“通知-下架”程序中引入受信投诉人

制度,将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列为受信投诉人,要求平台优先处理受信投诉人的

通知,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巡查员”制度确保平台切实降低其行为风险。① (4)平台行业自治部门

也应制定社交平台自治规范,组织平台就内容审核、广告发布、内容推荐及争议解决等作出自愿

承诺,并监督其各项承诺的实施。

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是系统性工程,公法及私法规制并非泾渭分明之路径,而存在相互影响

的关系。为防范社交平台滥用其私权力,法律规制手段及措施可适当打破公法与私法的分界,优
化公私合治路径以实现最佳规制效果。

五、结 语

在数字经济时代,调和私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间的冲突、平衡治理效能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张

力成为平台规制的重要命题。②社交平台的用户服务协议、内容审核政策及算法型塑了网络领域

的管制生态,不仅建立了网络空间的用户行为及约束标准,也改变了法律的基本认知及概念。③

社交平台权力实施和权利行使两种状态的交叉与重叠意味着在当下公法与私法二分制度下,平
台私权力难以为法律有效规制。为此,欧盟最新的平台立法不囿于平台私主体身份,令其承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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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MichaelRuss,ProblematicallyProactive:ASummaryofRecentLegalDevelopmentsintheFieldofIn-
ternetIntermediaryLiability,69(4)NorthernIrelandLegalQuarterly,568(2018).

参见孔祥稳:《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规制结构的公法反思》,《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

SeeTomerShadmy,TheNewSocialContract:Facebook’sCommunityandOurRights,37(2)BostonUni-
versityInternationalLawJournal,307(2019).



息披露、权力行使问责等类公共职责的义务,限制意思自治原则在平台服务协议中的适用,采用

公私合治的方式在平台自治与权力监督之间取得平衡。《欧盟数字服务法》的实施意味着欧盟社

交平台规制由以责任豁免为主的网络中介立法转向以注意义务为核心的平台立法,以平台前置

性义务弥补事后规制模式的不足。中国对社交平台私权力规制的法律目前过于侧重对网络非法

内容的控制,缺乏平台私权力滥用和用户权益保障不足的认识,可从《欧盟数字服务法》平台责任

的设定、合同法对平台服务协议格式条款的调整以及数字内容治理的公私合治路径中获得启示。

Abstract:Socialplatformsdevelopuniqueprivatepowerthroughdigitalcontentgovernance
intherealmofnetworkspace,andtheirabuseofprivatepowerrequiresregulationbylaw.The

publiclawssuchastheConstitutionsfacethedilemmathatthesubjectsarenotqualifiedinregu-
latingtheprivatepower,whiletheprivatelawssuchasthecivilcodesareentrenchedbythe
misunderstandingthattheplatformserviceisfreeandservicecontractsaremanifestedwithpar-
ties’freewill.Thus,theEuropeanUnionenactstheDigitalServicesActtostipulatethepublic
lawobligationssuchasinformationdisclosure,prudentialcontentmoderation,riskevaluation
andperfectingremediestorestrainthearbitrarinessofplatforms’executionofprivatepower,

assessingthelegalityoftheplatforms-usersservicecontractsfrombothperspectivesofformal-
ityandsubstancethroughitsUnfairContractTermsDirectives,togetherwiththeadoptionof

public-privateco-governanceroutetostrengthentheexternalsupervisiononsocialplatforms’

privatepowerandmakeupusers’lackofbargainpower.ThesocialplatformregulationinChina
focusesonthecontrolofillegalcontents,lackingtheawarenessofrestrainingplatforms’private

powerandsafeguardingtheusersrights.ItisnecessaryforChinatoimposepubliclawobliga-
tionsonsocialplatformscorrespondingtotheirprivatepower,improvingsubstantivelegality
reviewofplatforms-usersservicecontracts,andoptimizethepublic-privateco-governance
routetoenhancetheeffectivenessofprivatepowerregulationonsocialplatforms.

KeyWords:socialplatform,privatepower,publiclawregulation,privatelawregulation,

public-privatec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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